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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名思义，哲学史应是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历史；哲学史应是哲学家的殿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

学发展史应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殿堂。然而在翻检近30年来出版的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著作时，我们不难发现，哲学殿堂里政治家居多数，而真正的专门哲学家除李达、艾思奇外，几乎无

有他人。哲学史应有哲学家的地位，在哲学家的殿堂里应更多坐着的是哲学家。其实，有些哲学家的

哲学思想很有特色，不仅有新的观点、新的思想，甚至有自己的独特体系。他们的哲学思想对建构当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专门哲学家中除李达、艾思奇之

外，至少张申府和张岱年兄弟、冯定、杨献珍、冯契等应写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一、张申府、张岱年哲学  

张申府（1893—1986），1913年入北京大学，学数学。1917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学生时就醉心于

罗素哲学，之后一直敬仰罗素，译介罗素思想，尤其是分析哲学的方法。他是我国研究介绍罗素的专

家。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张申府同陈独秀、李大钊关系密切，参加中共早期的创建工作，是周恩来、

朱德的入党介绍人。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之后在暨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等校讲授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西方哲学等课程。 

在哲学上，他既服膺罗素的分析哲学，又十分推崇唯物辩证法，大力提倡马克思主义。他说：“现
代世界哲学的主潮流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二为唯物，详说辩证唯物。”两者各有所长，也

各有所弊，相通而又相补。“辩证唯物本由马克思与恩格斯成立于1844—1845年。至本世纪初得到了列

宁的努力，益大恢宏，益成了改变世界的利器。”[1-1]“现代科学如有危机，大概是非随顺辩证唯物救

济不了的。”[1-1]他认为：“解析与唯物，这是两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

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1-2] 
张申府强调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径直引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他重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认为对立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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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是认识的法则，也兼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他指出：“辩证法的精要在活，在通，在实践。”[2-1]
张申府在运用唯物辩证法于中国革命上也有独特的见解，反对教条主义照搬外国的做法。他说：“尤要

知中国社会就是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就是中国革命。谁拿西洋的成名陈范来扣，谁拿西洋已有的革命

来比方，都是难得得当的。不可为特而忘通；同样不可为通而忘特。”[2-2]他要求普遍性与特殊性相

结合。 

张申府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反对复古尊孔，但不全盘否定孔子的现代价值。他认为：“哲
学有党派性，是不容否认的。哲学有民族性，也是不容否认的。”[2-3]“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

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2-4]“仁、生、易：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要紧的字，

而实是一体的。”[2-5]他还认为，“仁、生、易，实深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2-5]“无论如

何，孔子是最可代表中国特殊精神的。”[2-5]他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救

出孔夫子”。 

张申府在治学上主张“通”。他说：“世间一切都是参差错杂的。” “ ‘通’，是我认为作为哲学的最后

目的。分析，多元，客观，切实，都是‘通’的门路。” “唯通乃可以不胶执，乃可以执两用中，乃可以集

众见而见蔽之所以蔽，而还各以其相当的地位。”[2-6]基于这种认识，他说：“我的理想：百提（罗

素），伊思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

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

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2-7]也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他十分赞赏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 

张岱年（1909—2004），少年时就“默而好深湛之思”，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当年受聘于

清华大学，讲授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哲学论文。  

张岱年的贡献不仅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还在于努力创建适合当代中国需要的新哲学。他说：

“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安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3-1]此种哲

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3-2]。他强调

只有哲学上的独立创新，民族才能独立再兴。他赞同其兄提出的列宁、罗素、孔子三结合的主张。他

在《关于新唯物论》、《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文章中系统地阐

述了创建新唯物论的意见，提出了新综合哲学之大体纲领。他认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哲学，“（一）

能融会中国先哲思想之精粹与西洋哲学之优长以为一大系统。（二）能激励鼓舞国人的精神，给国人

一种力量。（三）能创发一个新的一贯大原则，并能建立新方法。（四）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应合。”
[3-3]“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必须是综合的。”[3-4]新哲学在内容上必须具有唯物的、理想的、对理

的（dialectical）、批评的特征[3-4]。他进而又论证，这种综合必须有所倚重（即主导），是“倚重

于唯物”的综合。他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乃为唯物论开一新纪元”，是“哲学中最近于真的

系统”，是“为人类开辟新的可能之域”[3-5]。他信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又不盲目迷信它，认为它也

有不足，需要吸取解析哲学、中国哲学之优点而加以发挥扩充。他说：“我认为中国现代唯物论者的任

务是：（一）以解析方法将新唯物论中的根本观念剖辨清楚；（二）以唯物论对理法（即唯物辩证

法）为方法讨论新唯物创造者所未及讨论的哲学问题；（三）以新唯物论为基本，而推阐所未明言之

含义；（四）以不违乎对理唯物为原则以吸收它派哲学中之合理的东西；（五）根据唯物论对理法处

理中国哲学中之传统问题；（六）寻求中国哲学中之对理的传统而继承发挥之。”[3-6]他批评当时许

多自命为新唯物论者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采取墨守的（即教条主义的）态度。 

在抗日战争时期，张岱年潜心研究，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结

合起来，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和《天人简论》（简称“天人

五论”），构建了“三结合”的独特的体系。“天人五论”一直没有发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公开出版，

引起哲学界的注意。“天人五论”的前两论，主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范畴阐述哲学的性

质、职分、思维方法、辩证法、认识论。后三论则主要通过中国哲学的范畴、概念阐述本体论、人生

论和天人关系。贯串天人五论的基本精神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些著作，如作者所言：“以为中国古代

确有唯物论传统，又富于辩证思维，意图将中国古典唯物论与现代唯物论、将中国古典辩证法与现代

科学辩证法结合，采取民族的形式，而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出之。”[4]这些著作言简意赅，文约义丰，

别具一格，是中国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尝试。“张氏兄弟的主张和尝试为中外哲学的



融合提供了特殊的经验”[5]。当然天人五论的“三结合”的体系还很不成熟，带有明显机械的、折中的

痕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张岱年的哲学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他进一步发

挥了在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结合的综合创新论。在耄耋之

年，他已无力去完善自己的哲学体系。但他大力提倡的综合创新论，为学术界普遍接受，对建构当代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有重要意义。  

二、冯定哲学 

冯定（1902—1983），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从事编辑工作。1937年出版

《青年应当怎样修养》。长期从事宣传、理论教育工作。1948年出版《平凡的真理》。1952年发表

《关于掌握中国资产阶级的性格并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的问题》。1956年出版《共产

主义人生观》。1957年，经毛泽东提名任北京大学教授。1982年出版《人生漫谈》。冯定是哲学家、

伦理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集中反映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  

该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第一，认识论应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冯定认为：“智慧就是真理的认识和遵从。”[6]他用“真理

和智慧”作为《平凡的真理》第一篇的篇名，并且在其余三篇的篇名以至全书的书名中均冠有“真理”两
字。他又指出，人的智慧，总是在不断地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生活中真正表现出来的。认识真理和遵从

真理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哲学就是对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根本规律的研究。认识真理和遵从真

理，亦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全书的宗旨，也是贯穿全书的主线。 

第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融为一体。该书没有因袭苏联教科书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

论两大部分的体系，而是在讲认识发生、发展的基础时就讲了历史唯物论的有关原理：生产劳动是社

会存在的基础，也是认识发生、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力和唯一尺度；随着生

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人类

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人类智慧的不断增多和增大等等。 

第三，人生观应是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注重人生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注重人生修养亦是毛

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特点。令人遗憾的是，受苏联哲学的影响，我国的哲学教科书缺少这方面的内

容。该书则不同，它继承了中国哲学注重人生修养的传统，把世界观与人生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

的这一优点不仅表现在书的最后专门讲了“修养”，而且还表现在全书都贯串着如何依据科学的世界观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全书注意将哲学原理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将哲学原理转化人生修

养，转化为人的品德。 

第四，打破教条主义文风。该书具有一般通俗读物的优点：语言朴实无华，内容亲切生动。它还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全书没有一处引用经典著作，而是用作者自己的话讲自己的认识和体会。这种不

引经据典，不借助于权威的写作方式，在建国以后的理论界恐怕是少见的。 

三、杨献珍哲学 

杨献珍（1896—1992），1920年毕业于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随后留校任教4年，同时自学马

克思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力投身革命。1942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兼教务主

任。以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处长、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马列学院副院长、中

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校长兼党委书记。杨献珍在担负党校领导工作的同时还研究哲学，讲授哲学，撰

写哲学论著。他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而曾在政治上和理论上遭到错误批判。在“文化大

革命”中，他进而惨遭诬陷迫害。1979年，杨献珍的冤案彻底平反，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 

杨献珍对哲学的讲授、著述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展开的，他的以下观点、思想值得我们重视。 

第一，“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 
杨献珍强调，哲学课是党校的“关键课”，“学好哲学，是学好其他课程的关键。”[7]领导干部如何

学哲学？联系实际是关键。如何能让领导干部尽快地把抽象的哲学理论同自己的实际工作联系起来，

受毛泽东的启发，他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工作的基本问题”的命题。他认为，思维与存在

的关系在实践中表现为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乃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

键。”[8-1]领导干部学哲学，首要的是抓住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只有正确解决了这

个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才能使党和国家的干部从思想上根本克服主观主义。“哲学基本问题，也是实际



工作的基本问题”的命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其价值。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泛

滥的时期，他宣传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直言批判实际工作的“浮夸风”、“共产风”。他多次借用列宁

的话说：离开了哲学唯物主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甚至是反动的。 

第二，实践论以反映论为前提。 

针对党校哲学教学中学孤立地学习《实践论》的倾向，他提出要把学习《实践论》和学习马克思

列宁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结合起来。他指出，毛泽东是在讲了唯物论的许多问题后才讲到《实践论》，

“只有懂得了反映论，掌握住反映论这把钥匙去读《实践论》，才能把《实践论》读懂。”[8-2]他认

为，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是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前提的。离开了唯物主义基

础和前提，讲实践论就有离开唯物主义的危险，在实际工作中就会陷入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杨献珍

强调实践论以反映论为前提，其实质是强调实践论以物质论为前提。他的这一观点至今仍应为“实践本

体论”者深思。离开物质论讲实践论，势必会离开唯物主义，走向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杨献珍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思维与存在这一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的解决是：“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为

此，他提出：“思维与存在相一致要区别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前者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后者是

唯心主义思想或庸俗唯物主义思想[8-3]。“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不同于辩证法的“矛盾的同一性”。杨

献珍的这一观点引起我国哲学界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大讨论。 

第三，“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综合”论。 

1953年，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的领导人和教员在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斯大林的《马

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时，对“经济基础”概念和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的理解出现分歧。针对分

歧，杨献珍写作了《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一文。他认为，经济基础，“就
是整个‘社会’的诸种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是占主导地位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分配和人与人相互关系

三方面的总和[8-4]。据此，他提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有这样几种生产关系：国营经济的社

会主义所有制（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

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五种生产关系[8-5]。他还指出，承

认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并不是要永远保持这个“基础”的各种经济成分，而是要把这个多

种经济成分的“基础”，逐步改变成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他不赞成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算过渡

时期的经济基础的观点。他批评“单一经济基础论”者不是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客观分析中国现存的经

济结构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8-6]。直至今天，我国社会仍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综合的经济基础。社会

实践表明，急于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思想和做法，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实践上是有害

的。 

第四，“合二而一”论。 

他多次讲，学习辩证法时，就是抓住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这一条纲。他在讲课中宣传了毛泽东的

关于一分为二思想。他依据毛泽东的同一性思想对苏联《简明哲学词典》“同一性”条只讲斗争性、否

认同一性和不指名批评《矛盾论》的错误进行了反批评，阐述了矛盾同一性原理。他力图用中国哲学

的“合二而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他讲课时讲到了“合二而一”论，中心意思是：学辩证

法，要抓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核心问题；学会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做工作，要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

对立面，善于把对立面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防止片面性[9-1]。他讲课提纲的整个文字，主要是

从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著作和讲话中摘引来的。他写道：“一分为二，就是对立统一规律。”[9-2]又
说：“ ‘合有无谓之元’，就是‘对立面的统一’。”[9-3]他着重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否认矛盾、取消斗争的

形而上学。他在讲课时曾说：“辩证法不应当只讲斗争性不讲同一性；不应当只讲‘一分为二’，不讲‘合
二而一’。辩证法只提‘一分为二’，不提‘合二而一’，是只要斗争性，不要同一性。不要同一性，只讲

斗争性，不讲团结的理论，是阉割了辩证法的全面性，因此是打人的理论。”[9-4]杨献珍的“合二而

一”论，虽然如他自己所言，不过是“对立统一”论的中国表述，但还是有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四、冯契哲学 

冯契（1915—1995），194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41年—1944年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研究

生。从1944年起先后在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冯契是中国哲学史家，

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三卷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



进程》一卷。他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著有《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 

在上世纪40年代，冯契在向老师金岳霖学习、切磋中提出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哲

学研究的是智慧，“意见是‘以我观之’，知识是‘以物观之’，智慧是‘以道观之’ ”[10]。在此之后，他进

一步深化此问题的研究，把认识的过程看成是从无知到知，从知识到智慧的运动过程。他的任务是，

沿着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道路前进，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些合理因素，阐

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的认识过程。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智慧说”。 

冯契把“智慧说”界定为广义的认识论。《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一篇的主旨在于阐述“基于实践的

认识过程的辩证法，特别是如何通过‘转识成智’的飞跃，获得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11-1]在他看

来，哲学讲的智慧，即是有关宇宙人生根本原理的认识，有关性与天道的理论。冯契从中外哲学史的

研究中概括出认识论的四个问题：“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理论思维能否把握普遍有效的规律性知

识？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和发展原理）？理想人格或自由人格如何培

养？”[11-2]《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篇就是结合哲学史（主要是中国哲学史）回答这四个问题。冯契

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智慧是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性认识，它与人的自由发展有内在的联系，

所以认识论要讲自由。”[11-3]这一篇的最后一章“智慧和自由”，讲知识向智慧的转化，讲哲学智慧的

目标— —知、情、意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统一。 

依据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冯契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他进而

把这两句话上升为建构智慧说的两个基本原则。 

《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篇的主旨在于阐述“化理论为方法”，说明认识的辩证法如何通过逻辑思维

的范畴，转化为方法论的一般原理。冯契认为，10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逻辑研究不多，中

国近代哲学对辩证逻辑同样研究不多。这一弱点造成了不良影响。他特别强调了研究辩证逻辑的理论

意义和实际价值。他认为，辩证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他还指出，在《墨经》之后，中国

在形式逻辑方面不如欧洲、印度，但中国古代的辩证逻辑思想丰富，要实现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合

流，就必须研究中国古代朴素的辩证逻辑。基于这种认识，他在《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十分

注重中国古代朴素辩证逻辑的发掘、梳理和阐释，这是该书不同于其他中国哲学史的重要之处。《逻

辑思维的辩证法》篇注重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和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相结合，这是该篇显著的特点和优

点之一。该篇可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逻辑学。 

《人的自由和真善美》篇是从哲学基本理论上探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者的关系，“主旨在讲

化理论为德性。认识的辩证法贯彻于价值论领域，表现为在使理想成为现实以创造真善美的活动中，

培养了自由人格的德性。”[11-4]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自由论为指导，结合中外哲学史，阐发了

人生论、价值论、真与人生理想、善与道德理想、美与审美理想等理论，提出了培养平民化自由人格

的新理想。他说：“智慧给予人类以自由，而且是最高的自由，当智慧化为人的德性，自由个性就具有

本体论的意义。”[12-1]他又说：“我们的理想是要使中国达到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统一、人道主义和

社会主义统一的目标，也就是使中国成为自由人格的联合体那样的社会。”[12-2]可以认为，智慧说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新论，亦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自由新论。 

“智慧说”贯串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精神，充分吸取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

哲学的精华，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智慧说”不同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有

自己的哲学观和宗旨，有自己的范畴和体系，有体现作者人格的鲜明个性，它在许多方面有自己独到

的见解。它是专业哲学家建构的第一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体系。 

“智慧说”作为一家之言，自然也有可商榷之处。人的智慧不仅表现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还

表现在（甚至是更重要表现在）改造世界上。因此，作为广义的认识论应包括如何改造世界的内容，

即研究如何改造世界的规律，而这一点正是迄今为止的中外哲学少有研究的，“智慧说”同样阙如。又

如，“智慧说”十分重视自由的研究，提出中国社会仍需要个性解放，这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

人的自由的获得，主要不是在个人德性的培养、个人智情意的全面发展和真善美的统一人格，而在于

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改造，这方面“智慧说”虽然说到，但无有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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